「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

──以朱熹《四書集注》為例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趙中偉撰

【摘要】

「仁」是儒家哲學的中心，亦是我國哲學核心概念的中心。吾人不禁要問，在這數千年漫長的儒學發展中，「仁」概念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仁」會受到如此的重視，其價值何在？歷來學者對「仁」的詮釋極為豐富，其層次是從本義「相人偶」的禮儀層次，經由愛親層次、愛人層次逐漸提昇，至孔子以「仁」作為「全德」的意義，即是一切德目的總稱，成為其學說的中心，亦是其思想主脈的終點，更使「仁」概念成為儒家倫理學最主要的範疇，致使「仁」的內涵達到了一個崇高宏大的境界。從此，「仁」學也就成為孔子學說的總括。到了朱熹，將「仁」釋為「愛之理，心之德」，提昇到了形上層次，使「仁」的意涵與價值，邁向了一個更深更廣的境界。總之，「仁」的詮釋，突顯了幾項意義：孔子詮釋「仁」，建立核心價值；「仁」為淨除私欲的大公全德；「仁」為從心之德，以達愛之理；「仁」的詮釋寓含本體與創造義涵；「仁」以實踐理性為主的道德主體境界。
【關鍵詞】
仁、相人偶、全德、愛之理、心之德
「仁」是儒家哲學的中心，亦是我國哲學核心概念的中心。
儒家思想以孔子（551-479）為中心，而孔子思想則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仁」。
因此，《呂氏春秋》就明白指出「孔子貴仁」
，有其深刻獨到的見解。

　　「仁」是孔子儒學倫理思想的主要範疇，為中華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礎，蘊育了精深的內涵，開闢了宏大的方向。吾人不禁要問，在這數千年漫長的儒學發展中，「仁」概念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仁」會受到如此的重視，其價值何在？既然「仁」的意涵如此豐沛，受到如此的重視；當然，吾人要問如何來實踐「仁」？
一、「仁」的本義為「相人偶」──表示一種敬意的禮儀形式
歷來學者對「仁」的詮釋極為豐富，其層次是由本義「相人偶」逐次提昇，至孔子以「仁」作為「全德」的意義，即是一切德目的總稱；並成為其學說的中心，亦是其思想主脈的終點
，更使「仁」的概念成為儒家倫理學最主要範疇，而「仁」的內涵，達到了一個崇高宏大的境界。從此，「仁」學就成為孔子學說的總括。

然而，「仁」的詮釋內涵並未就此打住，停滯不前。「古人沿著『天地之上為何物』的思維理路，探尋自然、社會現象背後的本體，並把這個本體視為超越形而下的形而上者」
。即是吾人經由倫理層次的驗証，還會向形上層次探索。「仁」的內涵，也因而朝著形上本體層次詮釋發展，南宋理學集大成的大家朱熹（1130-1200）將「仁」解釋為「愛之理，心之德」
，就是將倫理與形上結合起來的最佳詮釋。一則保存了孔子倫理主軸的內容，另一則將「仁」推向了形上本體的層次；並將此兩者統合起來，使「仁」成為純粹道德理性與實踐道德理性的綜合體，可說是對「仁」的詮釋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深度、廣度與高度了。

綜言之，「仁」的詮釋層次大體可分為五個，即是禮儀層次、愛親層次、愛人層次、全德層次、形上層次等。
首先就禮儀層次言：「仁」字在甲骨文及金文時代已經出現，羅振玉編《殷
虛書契前編》「二•十九•一」就出現「仁」的字形
。在金文方面，《古鉥忠仁思士》及《古鉥》亦有「仁」的字形
。
　　「仁」的本義，可從東漢鄭玄（127-200）的解釋看出，他說：「（仁），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相人偶」，是漢代的俗語；其中「相人」，即是像人
；「偶」，就是配合
。因此，「相人偶」是指待人的態度，要有人樣，以恭敬的態度，與人相互配合。換言之，就是一種人我之間，相互問候，相互禮敬，並相互配合的禮儀。綜言之，「仁」的本義，表示彼此間一種敬意的禮儀形式，所以說「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玄《儀禮•聘禮注》進一步說：「每門輙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
「揖」，拱手行禮。這種「相人偶」的禮儀，必須每次入門就要拱手行禮。
然而，「相人偶」的禮儀，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必須至少兩人或兩人以上,才能產生的禮儀。清段玉裁（1735-1815）申言之說：「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
「耦」意義同「偶」。充分說明單獨一人，是無法形成「相人偶」的禮儀；就是由於有了「相人偶」的禮儀表現，才能增進彼此的親密感。這也是「仁」字之字形是從二人，表示必須兩人或兩人以上才能形成「相人偶」的禮儀，是一個會意字。
根據此義，清末的康有為（1858-1927），依照「仁」的本義發揮說：「仁，從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愛力也，實電力也。人具此愛力，故仁即人也。茍無此愛力，即不得為人矣。」
從「相人偶」的禮儀，產生彼此的吸引而相親，再由相親形成愛力，更是一種電力，這就是「仁」。同時，「仁」即是「人」，所以說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必須具有愛力或電力。反之，若不具此愛力或電力，就不是「人」了。當然，康氏此說，是將「仁」的本義，作了深入的引申。
　　而且，「相人偶」的禮儀，是一視同仁，沒有上下之分的；更是彼此之間相互尊重，相互敬重的真誠態度。其中寓有平等的意義，這是「仁」的本義較為特殊的地方，也使後來詮釋者，在推衍其意義時，將此平等的精神包括在其中。
其次，就愛親層次言：張立文表示：「『相人偶』儀禮形式的構成，必是二人
或二人以上，這種儀禮形成蘊含著親密的關係」
。「相人偶」是人與人的互動，自然就會產生親密性，也因此，東漢許慎（58-147?）在《說文解字》就直接解釋說：「仁，親也。从人二。」
明白指出「仁」就是親密的意義。而人際互動最自然的關係，就是至親家人；而「仁」施愛的對象，即是從最親密家人開始。因此，愛親，是「仁」施愛的最直接、最快速的對象與表現，是以「仁」的第二層次的意義，就是愛親。「親親，仁也」
、「為仁者，愛親之謂仁」
，就成為對「仁」的必然性之詮釋發展方向之一。

所謂愛親，即是要施愛親人。即如《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在在說明施愛首先對象，從內到外，自以親人最為重要的。為什麼愛親與「仁」的關係是如此的密切？孔子說：「君子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泰伯篇〉〉。」
君子能夠厚愛親人，風吹草偃，百姓自然會興起仁愛的風氣。孟子（372-289）更深一層的解釋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厚愛親人，向外推展，就能夠仁愛百姓；由仁愛百姓，再推而廣之，擴而充之，自能愛育萬物。
　　也因此，「仁」概念內涵的層次，自然而然的從愛親提昇到愛人，達到了第

三個層次。
　　愛人，是由愛親向外拓展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吾人發自內心，由親擴

及疏，從內到外的不容已的情懷。這份情懷是有階段性，更有層次性，所謂「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其中「殺」與「等」，皆指等差。此即說明親

愛親人，尊重賢者，皆是有等差的；切不可一視同仁，不分彼此。這是出於人性
真誠的流露，現實自然的反映。先愛自己之親，方能愛他人之親；尊重賢者亦是
如此，是有差等先後的。這也是一種道德分殊主義，是與墨家強調道德普遍性的
「兼愛」最大的不同處，亦是儒家較墨家學說更符合人性發展的主要所在。
以愛人解釋「仁」，在《論語》中已明言。本名樊須（前515-?）的孔子弟子樊遲，在問「仁」的時候，孔子就明白的答以「愛人（〈顏淵篇〉）」。孟子據此而言：「仁者愛人。」
唐韓愈（768-824）亦承此愛人之「仁」，作更大的延伸，稱之為「博愛之謂仁」
。因此，以愛人成為「仁」的詮釋，到此可說到了一個頂峰。
　　但是，吾人要問「仁」的詮釋就到愛人為止嗎？孔子思想既以「仁」為核心，

為最高的道德原則，就以愛人作為「仁」的內涵嗎？當然不是。

二、孔子之「仁」：包含眾德，為全德之稱
孔子現存的代表著作，《論語》為惟一可靠資料，為其弟子門人記述孔子言

行而成，最為可信
。其書中明顯可以看出，「『仁』觀念是孔子學說之中心，亦

是其思想主脈之終點」
。《論語》共四百九十九章，言「仁」的有五十九章，共
出現一百０五次。孔子就明確表示：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篇〉）。
朱熹解釋為：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據者，執守之

意。德者，得也。依者，不違之謂。仁，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游者，玩物適情
之謂。藝者，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由此看出，「道德」雖為立志執
守的方向，六藝雖為學習的課業；而最不能無終食之間違背的，就是「仁」。而
且，「仁」更是個人修養的極至，所謂「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即是無有任何一
毫私欲在其間，而展現內心的全德。
由於「仁」是不可須臾離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里仁〉）」。即是無論是在急遽苟且的時候，或傾覆流離的時候，皆必須存

「仁」，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因此，「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而篇〉）」。為何

以「仁」為本？「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
。要使「道」──天地與人倫日

用之必然規律，擴充至大，除了務本行「仁」外，別無他法。
　　不僅君子要重「仁」，孔子更認為任何人皆須重「仁」，甚至應該比水火還

重要。他說：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衛靈公篇〉）。

水火是吾人日用一日不可缺少的。然而，「仁」的價值內涵，更比水火的價值還
要高，主要是「仁」關係到自身的生命和生存的意義層面，而水火的功能則重在

生理功能。兩者的層次不同，致意義與價值亦有極大的不同。孔子感嘆常人僅重
在生理功能的維護，而不重在生命與生存價值內涵的提昇與發展，是以特別強調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朱子解釋得極為深刻，他說：「民之於水火，所賴以
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
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
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從表面言，「仁」與水火，對百姓而言，
同樣重要，是百姓賴以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沒有；但就深一層而言，「仁」
的重要性較水火更大，主要是水火是外在之物，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且水火
無節制，造成火燒或淹水，致有時殺人，害人不淺。「仁」則不然，絕對不會殺
人，更可助人向善，提昇心靈境界。千萬要注意的是，「仁」是在己身，若失了
「仁」，就失了心，不可不慎！
　　以故，行「仁」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篇〉）」。
為了行「仁」，絕不貪生怕死，身亡亦在所不辭，可見「仁」在孔子心目中的地
位與價值，是不可替代性的，高過於生命的生存意義。其理由是：「志士，有志
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仁人」，在孔子心目中，是一個在德行上

的「完人」，即是「成德之人」，當死則死，當生則生，則「心安而德全」；切不

可「求生以害仁」，只有「殺身以成仁」。
　　雖然，「仁」是如此重要，好「仁」者卻不常見。孔子不禁感嘆說：「我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里

仁篇〉）。」尚，指加的意思。在孔子心目中的好「仁」者，一定認為世上沒有再

比「仁」道更可貴的東西，所以說「仁」是「無以尚之」；在生活實踐上，更是
念茲在茲的奉行「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子僅有小小的期待，期望真
有人肯化一日的工夫用力行「仁」，也就是其最大的心願之一了。
　　既然，孔子如此重視「仁」，他是怎麼樣看「仁」的？「仁」的內涵又是為

何？這是在解析「仁」概念時，所必須要探討的。從《論語》一書可知，孔子及
其門人對「仁」內涵的論述，可分為三類：即是道德進修、做人態度及學習方法
等三個方面。
　　先就道德進修方面來說，這是孔子及其弟子談論最多的部份，包括了孝、弟、
禮、忠、恕、愛、勇、恭、寬、信、敏、惠等不一而足。
──孝及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

　　　子曰：「君子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泰伯篇〉）。」
孝，指善事父母
；弟同悌，指善事兄長。本名有若的有子（前518-?），認為「仁」的內涵應以孝弟之德為主；具備了孝弟之德，才是為「仁」的根本，本立才能道生。孔子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充分說明孝弟是立德的主要條件，甚至比學習《詩》《書》六藝之「文」還要重要，所以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外，孔子並認為篤於親，亦是一種孝弟之道，故能興起行「仁」之風。
──禮：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

禮，是指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析言之，天理之節文，即是形上本體的天
理，落實在社會現象上的節度秩序，此即廣義意義的禮。人事之儀則，是指禮的

儀文或儀式，是就禮的狹義意義來說
。在孔子的儒學架構中，「仁」是其學說的

主脈的終點，必須「攝禮歸義」，才能「攝義歸仁」
。如果不合於「仁」，自然

就不達於禮及樂。如何回復禮？則在於「克己復禮」。「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
德復全於我矣」
。即是必須從克服私欲入手，若能做到，就能達到復禮；同時，
也達到本心之德回復，如此事事皆合於天理。而禮的具體儀文條目，就是指吾人

的言行，即是視、聽、言、動的舉措是否符合儀文。這是孔子對本名顏回（前
521-481）的顏淵最佳的回應。
──忠恕：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

以忠恕解釋「仁」，是多數人的看法
。忠恕究竟是何義？忠者，誠敬不茍
。恕

者，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進言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忠是

指個人內修的工夫，必須竭盡個人全力而為。恕是向外推展的舉措，己所不願的，
視人若己，也不應該加在他人之身；亦必須推己及人，方是恕道。程子分析說：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仁」與恕，皆必須從己外推；所不
同的，「仁」包含盡己及推己，而恕則重在推己。孔子一貫之道在「仁」，其弟子
「宗聖」曾子（前505-434）就認為「仁」的內涵是忠恕。此外，孔子對於忠恕
的解釋，在《論語》一書中較為接近的解釋，則是本名冉雍的仲弓（前522-?）
問「仁」，孔子回答其問，可以看出其意義。其中，「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表示恭慎誠敬言，接近忠的意義
；而恕，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能夠做到忠恕，就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愛：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篇〉）。」

愛指惠，即指給他人幫助的惠愛。在前文已說明，「仁」的詮釋之第三層次，即

表示愛人。愛人，是由親親外推的惠愛。因此，孔子在詮釋「仁」時，亦以愛人
表示其內涵之一。
　　──勇：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篇〉）」。
　
《說文解字》說：「勇，氣也，从力、甬聲。」段玉裁解釋說：「氣，雲氣也。引申為人充體之氣之偁。力者，筋也。勇者，氣也。氣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氣乃至焉。」
勇本指雲氣，引申為人充體之氣；人體充滿了氣，力量自然就有了。同樣的，內心的趨向所在，氣亦充滿。換言之，勇是指內心充滿了氣，身體更充滿了力量。「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
，自然充滿勇氣；反之，勇者，內心未必無有私累，致見義亦不一定為之，是以不必有「仁」。
　──恭、寬、信、敏、惠：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篇〉）。」

恭，指肅，即是持事振敬
。進言之，就是恭敬。寬，本指屋寬大
，引申為寬厚。
信，指誠
，即指誠信。敏，本義為疾
，引申為敏捷。惠，即指愛
，引申為施
惠。本名顓孫師（前503-?）的子張，在問及「仁」的意義時，孔子本於「仁」

的內涵豐富性，提出能實踐五個德目──恭、寬、信、敏、惠，就能達到「仁」
了。為什麼？因為，對人恭敬，就不會受人欺侮；待人寬厚，就能得到眾心；與
人誠信，他人就能有所倚仗；做事敏捷，才能有功效；施惠於人，才能使人效勞。
因此，恭、寬、信、敏、惠的德目，也是對「仁」的另一種詮釋。
　　次就做人態度方面來說，孔子對「仁」的解讀，除了道德內涵外，亦在做人

態度上多所著墨。「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篇〉〉。』」
難，指勞苦之難。獲，指得到。在做人態度，必須先受勞苦之難，獲報則在其後，

這才是「仁」的表現。亦即是先有耕耘，再求收穫。北宋程頤（1033-1107）解析
此章說：「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其所獲，仁也。」
先難，是一種
克己的工夫；若能克己為先，自然不會計較所獲。事實上，能夠先難者，必有所
獲。同時，「仁」特質之一，就是其德宏大，至於一事一物的小枝節，是不會計
較的。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顏淵篇〉〉？』」訒，指忍，即是忍耐。「仁」
表現的做人態度之一，就是說話要能忍耐，不輕易出口，以免傷人。如果就這件

事在做的時候很難，就格外約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有所忍而不易發，
蓋其德之一端」
。即是內心保存而不輕易放失，自然其言就能有所忍而不隨易
發言，這也是「仁」所展現其德的一端，故其說「言之得無訒乎」。進言之，本
名司馬耕的司馬牛問「仁」，孔子特別要他「其言也訒」，即是「蓋心常存，故事
不茍，事不茍，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不出也」
。
另外，在做人的態度上，孔子特別喜歡無欲、堅毅、質樸及遲純的人，其具
有「仁」的本質，所以接近「仁」。即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篇〉〉。」為什麼？北宋楊時（1053-1135）說：「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
良有以也。
    最後就學習方法方面來說，本名卜商（前507-?）的孔子弟子子夏有一段對
「仁」的詮釋。他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博學，廣博學習；篤志，堅守志向；切問，切實詢問；近思，思及所能之事。此

四者，皆是求取及認識知識的方法。雖與「仁」重視道德修養不同，但只要用力
於此，心不外馳，一旦用力日久，「仁」就在其中了。誠如朱熹所說明的，「四者
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

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充分說明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皆屬於「學

問思辨」的「道問學」，比不上力行於道德的修養及實踐；但若能從事此四者，
亦能使心不外馳，專注不二，真積力久，所存仁心自熟，自然「仁」就在其中了。
三、「仁」為全德──視人如己，淨除私累，以立公心

　　從上可知，「仁」既不屬於個別之德目，又包含做人態度及學習方法的內涵，

可見其內容的多元豐沛，並非以個別的德目所能概括的。因此，「仁」的詮釋意

涵，就進入的第四個層次，表示全德之稱。
　　朱熹就說：「仁包五常。」
五常，指仁、義、禮、智、信。即充分指出，「仁」
是包括一切德目，是一個全德。他又深一層指出：「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
也。」
「仁」的全德，是在盡除私欲之下，所得到的心德之完全；不能有絲毫
私欲在其中，才能稱得上全德，也才能達到「仁」的標準。而且，「仁，則心德
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仁」既是全德，也具備人道。職此之故，朱熹以「仁」

作為全德，在其《四書集注》中一再指出：「仁者，人心之全德」、「仁者，本心
之全德……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在在說明「仁」作為全德的意義及價

值所在。

所謂「仁」指全德，再作一層分析，是指「視人如己，淨除私累之境界」
。

即是待人如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篇〉）」；且沒有任何私心

的道德修養境界。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此理指天理，必須符合天

理的大公，且無有任何私心在其間，方合於「仁」。朱熹據此亦說：「仁者，心無
私累，見義必為。」
心若無私累，不僅具有「仁」心，且產生自覺，充滿正義

感，致見義必為。換一句話說，此無私累，也就是「一個超越意義的大公境界」

。全德就是「立公心」，更是吾人行為合於基本準則和道德規範。

　　孔子不僅以「仁」為最高範疇，且以「仁」判定人格高下。即是以「仁二，仁與不仁」。所謂：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篇〉）。
朱熹說：「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指天理），程子（頤）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為什麼能以「仁」判人，主要是「仁」者的好惡，非出於私心，一切合於天理的大公之德，所以「得其公正」，則其判人，亦必公正無偏。
在《論語》一書中，孔子肯定具有「仁」的，包括顏回（〈雍也篇〉)、堯（〈雍
也篇〉)、舜（〈雍也篇〉)、伯夷（〈述而篇〉)、叔齊（〈述而篇〉)、禹（〈泰伯篇〉)
、湯（〈顏淵篇〉)、管仲（前?-645）（〈憲問篇〉)、微子（〈微子篇〉)、比干（〈微子篇〉)及箕子（〈微子篇〉)等。重在其人的道德實踐成效，以及有益國家百姓的事功而立論，充分顯示「仁」的全德內涵。　

　　反之，否定具有「仁」的，不是在道德上有瑕疵，或僅是具一偏之德行或才能者。例如冉雍（〈公冶長篇〉)、子路（前542-480）（〈公冶長篇〉)、冉求（前522-?）（〈公冶長篇〉)、公西赤（前509-?）（〈公冶長篇〉)、令尹子文（〈公冶長篇〉)、陳文子（〈公冶長篇〉)、子張（〈子張篇〉)等，皆是僅具一偏之德行或才能者。而對本名宰予（前522-?）的宰我的批判，則是其在孝道上不重三年之喪的道德瑕疵而言
。
「仁」在孔子心目中地位的崇高，是任何個別的德行或事務所無法取代的，

甚至不輕易以「仁」許人或稱讚人。是不是「仁」是高不可攀，永遠無法得到？

非也。反而是相當容易達成的。孔子明白的指出：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

「仁」德並不遠，我欲求之，就能夠得「仁」。為什麼？「仁者，心之德，非在
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乎哉」
？
「仁」是內心之德，在吾人之身，在內而不在外。如果放失而不求，則誤以為其
非常的遠；若反身而求，即在吾身，豈遠乎哉！所以「欲仁而得仁（〈堯曰篇〉）」，
是一極為平易自然的情形，主要在於是否願意去求，求則得之，捨則失之。
四、愛之理，心之德──形上本體結合道德實踐
「朱子最大的成就，莫過於他對所有儒者最為關心的『仁』的詮釋。仁，在
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最常被討論的主題；而仁的學說直至朱子的『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名闡述，臻於極致」
。這是近代理學大家陳榮捷的說明。吾人要問，為什麼「愛之理，心之德」是對「仁」的詮釋達到了極至？
「愛之理，心之德」，是朱熹對「仁」的詮釋。他說：「仁者，愛之理，心之

德也。」
「愛之理，心之德」就是對「仁」的一種形上層次的解讀。其中「愛之理」，是就形上本體言；「心之德」，是就道德實踐言。形上本體結合道德實踐，「仁」則成為一個徹上徹下的道德理性本體。

　　朱熹說：「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即是要達到「仁」，必須從道德實踐，就是盡去私欲的「心德之全」，才能臻於極至，印証形上本體的「天理流行」。可見「仁」是結合純粹理性的形上本體，以及實踐理性的道德修養的綜合概念。此兩者缺一不可。無怪乎陳氏要說「『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名闡述，臻於極致」，是真正體會到朱熹詮釋「仁」的真正背後意義及價值。他又說：「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
朱氏也特別表明，「心之德」是在吾人之身，居於吾人之內，主宰吾人者也，切不可外求，而偏離了「心」之方向。如何保全「心之德」而印証「天理」？「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即是「心之德」之不能保全，就在於困於人欲之私；若能克制私欲，從禮入手，攝禮歸仁，自能回復「天理」。
「愛之理，心之德」既具如此深厚的內涵，謹分兩層次分析。

先就「愛之理」分析：朱子以「天理」或「理」作為最高的本體，且為最高

範疇。「仁」為「愛之理」，即「仁」具有最高本體的意義及內涵。所謂「愛之理」，就是愛以理為體，愛是理之顯。朱子特別表示「理」為最高的本體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
其將宇宙形成分成兩部份，「理」是生物之本，是無形象的精神層次，為形而上者；而「氣」是生物之具，屬於有形象者，為形而下者。人物之生，必須兼具形上之「理」，才能有「性」，成為人類的本質；形下之「氣」，才能有「形」，成為人類的軀殼。兩者相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由此看出，「理」不僅為本體，且寓含在宇宙萬物之中，並可見其在化生萬物過程中的重要性。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

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理」是第一因，具有絕對性，是以在未有天地之前，「理」便存在。有了此「理」，便有天地；沒有此「理」，使沒有天地，亦沒有人及物，可說一切都沒有了。同時，「理」是化生之源，產生了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所謂「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理」生氣，如同《易傳》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之「一」字，不是指數字的一，一個陰一個陽；而是指變化，為動詞，是指陰陽之氣的對立、變化及相合的情形。「一陰一陽之謂道」是說，「道」是陰陽之氣的對立、變化及相合的情形；而並非是一個陰一個陽，僅只是陰陽正反對立的氣。人秉此「理」而有性，性中自寓含一切道德，所謂「仁義禮智信」。
此外，「理」又具有普遍性，所以「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
。「理」寓於萬化之中，天地得之以為天地，萬物得之則以為本性。天下無一物不含「理」，無一物無法自外於「理」。
　　次就「心之德」分析：朱子所言的「心」，並非是全善的，必須根於德，以德為主，方能顯現其善性。所謂「心之德」，即是「心」以德為主，則「心」為德之顯。反之，若「心」不合於德，則「心」無法達於「理」。何謂「心」？
　　「心」是一種知覺，是身之主宰。朱子說：「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也。」
「心」就是人的知覺，主宰吾人之身，而因應於外界各種事物。關於「心」為身之主宰，朱子再指出：「心，主宰之謂也」、「心者，一身之主宰」
。
　　在朱熹的理學體系中，「理」、「性」、「心」三者的關係，是有層次及大小的。「理」的位階最高，為第一因；「性」等同於「理」，是人類的本質，是「理」在人身上的顯現，與「理」同一層次。而「心」則在「理」及「性」之下，指知覺，為身之主宰，必須經由順「理」合德的過程，才能合於「理」。因此，「心」以德為主，「心」為德之顯。張立文說得好：「心為主宰主要強調心在認識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心對於物質世界的主觀能動作用。並不是說心是物質世界的本體，也不是萬物之所以存在的主宰。朱熹哲學以絕對理為其特徵，心之主宰限於認識論及倫理學問題，理為主宰是對整個宇宙而言。」
「心」稱為主宰，主要是強調個人在認識知識時，對自身軀殼的主導作用，並不是主宰整個宇宙；而主宰整個宇宙的，在朱熹的形上體系中，是以「理」為最高，為形上本體，具有絕對性、至上性及終極性。
　　關於「理」、「性」、「心」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下從五個面向──心與性、心與理、性與理、心與性與理以及心統性情等加以釐清說明，
　　一就心與性論：朱熹表示：「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
 「心」，僅為一身之主宰；而「性」則為人類的本質，直接禀受於「理」，是「理」在人身上的顯現，「性」即是「理」。兩者最大的差異，「性」等同「理」，是第一層次；而「心」主宰於身，較「性」低一個層次，是接受「性」主導的。
　　二就心與理論：朱子主張「心」固然是身之主宰，但是，「理」為第一因，是一切萬化的主宰，為「主宰者」。所謂「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個理，理外別有個心」
。此清楚說明，「理」是本體，「理」為「心」之體；「心」非本體，「心」為「理」所顯現。朱子還特別提醒，「心」與「理」雖有主從關係，並不表示兩者分成為二，不相隸屬。而是「理」中有「心」，「心」中有「理」。所不同的，只是一為體，一為用而已。
　　三就性與理論：在朱子的心目中，「理」、「性」、「心」三者的關係，只有「理」

與「性」是居於相等的，是「理一分殊」之別，宇宙間只有一個最高的理，此即是指「理」，萬物各自的理，只是此最高的理之顯現，其中人類亦包含在其中，此即是指「性」。即是普遍的規律是「理一」──「理」，而具體事物的規律是「分殊」──「性」
。他說：「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性」來自於「理」，與「天道」一樣，位於同一位階。亦即是「性」是「理」秉賦的，與「理」為同一個層次範疇。換句話說，「性」與「理」為同一實體存在，在不同場所的不同稱謂而已。他又說：「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其中「在心喚做性」，是指人為萬物之靈，其作為自身主宰稱為「心」；成為人類的本質，則來自於「理」，稱為「性」。「在事喚做理」，是指事物的本質，則稱為「理」。有人問朱子說：「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回答說：「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更清楚的說明「性」與「理」是同一的，「性只是理」等同「性即理」，即是「性」就是「理」。而「心」，只是「靈處」，只是一種知覺。
　　四就心、性、理論：朱子明白指出，「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性」等同於「理」，而「心」則是包含有「理」，合於正德之發用則為「性」，達到「性即理」。他又舉例說：「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理而已。」
 「理」、「性」、「心」三者之間的關係，「理」在吾人之「心」，稱為「性」；此「性」之「心」，必須合於「理」者，方稱之為「性」。即是「心」之田地，必須充實其「理」，才能合於「性」。若「心」之田地，未充實其「理」，則仍稱為「心」，無法達於「性」的標準。
由於「心」介於「性」及「理」之後；同時，「心」又主導「性」及「情」，朱子特別歸納出「心統性情」的學說，以安放「理」、「性」、「心」及「情」四者。因此，五就心統性情論：所謂「心統性情」，即是說，「心」是意識活動的主體，其內在的道德本質為「性」，其具體情感念慮為「情」。進言之，「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心」貫通兩端，管攝「性」「情」。也就是將人的道德理性和情感情欲納入「心」的統御和把握之下，使理智能夠控制情感欲望；並自覺修養，以保証「性」不受蒙蔽，方能印証「天理」。
朱子特別說：「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卻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
「心統性情」說，源自於北宋張載（又稱橫渠先生）（1020-1077 ），「性」是「理」，為無不善；「心」之發用為「情」，有善有不善。其又言：「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也。」
更明白的指出「心」與「性」「情」的關係，「心」是主管「性」「情」的。「性」是「心」的未動，是至善的；而「情」是「性」的已動，有善有不善。
根於此，朱熹剖析說：「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未動則
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欲」為「情」所產生；而「心」則是包括未動和已動，所以兼具善與不善。他特別以「心」為「水」為喻，「性」是水之靜，「情」是水之動，「欲」是水之波瀾。並不是「情」皆為惡，若「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就是合於善，亦合於「性」。
　　關於「心」，張立文亦分析認為：「朱熹哲學的心，雖具有本體範疇的意義，但就一般和基本意義而言，是作為認識的主體和思維器官，是一個認識論和修養論的範疇。」
 「心」，是一個認識的思維器官，它不是本體，而是個人的主體，所以說是「認識論和修養論的範疇」。
綜此，朱熹在詮釋「心」時，特別說「心之德」，主要著眼於「心」並不是全善的，所謂「心有善惡，性無不善」
。並舉例說：「心是動底事物，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隐之心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隐之心，便是惡。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卻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
像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惻隠之心，則是善；反之，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所以「心」是兼具善惡的。
如何使「心」為善？必須本於「性」合於「理」，才能達到「性無不善」。具體言之，就是「心」必須有德，才能達於善合於「理」。即是「心」之內在道德本質為「性」，必須達到「性」，才能說「心」之善。因此，朱子特別要吾人在實踐工夫上，必須有「德」，才能有善，有善才能印証「理」，故其曰「心之德」。「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也」
。此中的「道」，即指「理」；只要「心」得於「道」，就能「得」，也就合乎「德」了。
總之，朱熹詮釋「仁」為「愛之理，心之德」的形上層次，具有兩層意義：其一是形上本體的「理」，「愛之理」為體；結合道德實踐的「德」，「心之德」為用，兩相結合，達到體用合一，成為形上論與道德論的結合。其二是以實踐為主，以印証本體。即是必須躬親踐履「心之德」，使「心」回復內在道德本質的「性」，才能向上印証萬物本源的「理」，以使天道與人道相合。基於此，「愛之理，心之德」的詮釋，使「仁」成為一個徹上徹下的道德理性本體。
朱熹以「愛之理，心之德」詮釋「仁」，顯現的是詮釋學中的本體詮釋，就是將「仁」從「全德」的道德層次，提昇為本體層次。「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的發凡，為華裔學者成中英教授所提出。他指出：「『本體』是中國哲學中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與『體』的思想。本是根源，是歷史性，是時間性，是內在性；體是整體，是體系，是空間性，是外在性。『本體』因之是包含一切事物及其發生的宇宙系統，更體現在事物發生轉化的整體過程之中。」
這包括了兩個方向：一是指「本」，是指根源，即探求萬化的本根及其內涵，寓含形上學的宇宙發生論及本體論。「體」則是指體系，即是建構有機完整的體系及系統，以說明整個思想的發展及變化。因之，本體詮釋，就是其所言的「包含一切事物及其發生的宇宙系統，更體現在事物發生轉化的整體過程之中」。朱子的「愛之理」表示了本體，以作為萬化的本源，以及一切化生的根本。

而「愛之理，心之德」則展現了朱子理學的體系，以「理」為本體，「心」為用；並由「心」統「性」「情」，以使「心」的作為，必須修行其「德」，充實其「理」，才能合於「性」，以達到「性」即「理」，使個人的道德實踐上合形上本體的「理」，達到天人一德的目標。因此，「愛之理，心之德」作為「仁」的詮釋，不僅是一徹上徹下的道德理性的本體，更建構了朱子「理」、「性」、「心」三者之間的層次和關係，以及「心」統「性」「情」的一套理學思辨體系。
本體有何重要？「『本體』的重要性在於認識到人的存在與宇宙的存在是分不開的，人的創造性具有宇宙論的基礎作用，人就可以不斷的發展」
。著名哲學家成中英就表示：「本體是有層次的，對自我的認識原始於對事物的理解，當我們對自我有更深的要求時，也就能更深認識和掌握世界，更能清除局部性、片面性，而體現了認識和理解的整體性、系統性、發展性與根源性。此即所謂本體。」
針對本體詮釋的內涵，成中英再進一步說明，「什麼是本體？它是實體的體系。即體，它來源於實體的本源或根本，即本。本和體是緊密相關的。因為本不僅產生了體，而且不斷產生體，這可以根據本來解釋體的變化。」
本體詮釋除了強調本體的意義外，並重視體系的建構。本與體相聯相合，方能將其內蘊充分展現，以提升詮釋高度。進言之，本體詮釋就是將無法用經驗認知的萬物背後之實體，經由解讀與推論，作一完整體系化的呈現，即是成氏所稱的「它是實體的體系」。這其中，要特別留意的，就是體是來自於本，本的顯現必須有體，本和體是密不可分的。更可貴的，由於掌握了本，可經由不斷的認知提升，建立新的體，使本體的內涵一再提升，所謂「本不僅產生了體，而且不斷產生體，這可以根據本來解釋體的變化」。
　　「仁」的詮釋，從本義的禮儀，到引申義的愛親、愛人，到孔子以「全德」

和朱熹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這也是一種創造的詮釋，是一種詮釋意
義的昇華與轉化。張立文就認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就其基本形式來考察，似
乎是圍繞著某些重要的概念、範疇而發展的。這些概念範疇往往貫串中國哲學的
始終，並推進中國哲學的發展，顯現了中國哲學概念、範疇的生命。」
「仁」
概念就是貫串孔子及朱子哲學的終始，並推進了我國哲學的發展，煥發了我國哲
學概念的生命。
　　哲學的創造詮釋，是源於傅偉勳的「創造詮釋學」。他的理論見於其所作的〈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一文
。他將創造詮釋分為五個層次：

（一）、實謂層次　屬於前詮釋學的原典考証，相當於考據之學。是指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這關涉原典的校勘、版本、考証與比較等基本課題。亦即是本義的探究。

（二）、意謂層次　屬於依文解義的一種析文詮釋學。是指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或他所說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析言之，即是通過語意澄清、脈絡分析、前後文表面矛盾的邏輯解消、原思想家時代背景的考察等工夫，儘量「客觀忠實」了解並詮釋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意思或意向。這其中分為三個層次探索其意義：

其一是脈絡分析　專就語句（字辭或句子）在個別不同的特定脈絡範圍，分析出該語句的脈絡意義及蘊涵。一方面，承認每一字辭或語句可有無關乎脈絡變化的原定意義（即指本義）；另一方面，亦可承認即使原來已有相當固定的字義句義，每一字句在不同脈絡時，有產生意義變更的情況（即是引申義）。

其二是邏輯分析　即通過原典前後文的對比對照，設法除去表面上的思想或語句表達的前後矛盾或不一致性。亦即是在論証當中，不可有前後矛盾情形發生，以達到連貫性的目的。

其三層面（或次元）分析　即是對主概念分析其層次，以進一步剖析其內容的多層義涵。亦即是針對主題建構或剖析其層次。

（三）、蘊謂層次　屬於歷史詮釋學。是指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什麼？此關涉種種思想史理路線索、原思想家與後代繼承者間的前後思維聯貫性的多面探討、歷史上已經存在的（較為重要的）種種原典詮釋等，通過此類研究方式，瞭解原典或原思想家學說。亦即是將此主題，與歷代各家論述此主題重要之大家，加以比較分析，以突出其差異性及價值性。

（四）、當謂層次　屬於批判詮釋學。是指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詮釋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詮釋者設法在原思想家教義的表面結構底下掘發深層結構。即是對原思想家的義理結構進行批判比較考察；且重新安排脈絡意義、層面義蘊等的輕重高低，而為原思想家說出他應當說出的話。亦即是從邏輯批判及辯証思路，對此主題予以綜合驗証。

（五）、創謂層次
　即是創造詮釋學。是指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亦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課題以及從現在必須實踐的角度，開發出具有時代意義的詮釋。創造的詮釋學家不但為了講解原思想家的教義，還要批判超克原思想家的教義局限性或內在難題，為後者解決後者所留下而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是以創謂層次必須訴諸「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兩者的雙管齊下。並要從批判的繼承者轉變成為創造的發展者。亦即是從「批判的繼承」到「創造的發展」，建立個人新的詮釋論証；而此項創新論証，必須經由辯証的過程，且無有任何矛盾存在其間，方才算是完成及建立一套創造詮釋意義。

　　孔子對「仁」釋之為全德，是對古代「仁」的一次創造詮釋。就是從本義禮

儀的實謂層次，即是屬於原典考証，指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再

經由意謂層次，即是指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或他所說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

包括三個層次探索其意義──脈絡分析、邏輯分析及層次（或次元）分析。即是

「仁」的愛親層次、愛人層次及全德層次，在不同脈絡時，有產生意義變更的情
況。再經由邏輯分析，亦即是在論証當中，不可有前後矛盾情形發生，以達到連

貫性的目的。孔子以全德釋「仁」，在整部《論語》書中，具有一致性，沒有前

後矛盾的情形。在意謂層次最後為層次或次元分析，即是孔子的「仁」學，其自
身有一周延的體系，即是「『攝禮歸義』，而且『攝義歸仁』。另一面，『義』又以
『仁』為基礎。合而言之，則『仁，義，禮』三觀念合成一理論主脈，不僅貫串

孔子之學說，而且為後世儒學思想之總脈」
。「仁，義，禮」三者之間的關係，
即為層次或次元分析。
到了蘊謂層次，屬於歷史詮釋學。是指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思想
家所說的可能蘊涵什麼？孔子針對歷史上已經存在的種種原典詮釋等，通過此類
研究方式，最終以全德詮釋「仁」
。當謂層次，屬於批判詮釋學。是指原思想
家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詮釋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是一種邏輯批
判或辯証思路。孔子將「仁」定為全德，就是經由禮儀、愛親、愛人的不斷向外
擴展，向內反思，正反辯証所得的最佳解釋。有了實謂、意謂、蘊謂及當謂的詮
釋過程，最終形成了創造詮釋學。即是指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
決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亦即原思想
家未完成的課題以及從現在必須實踐的角度，開發出具有時代意義的詮釋。全德
釋「仁」，就是開發出具有時代意義的詮釋，是創造詮釋的最佳展現。

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詮釋「仁」，則是在孔子對「仁」的創造詮釋基

礎上，提昇到形上層次，作再一次的創造意義，不僅擴增了「仁」的實質內涵，更延伸了「仁」的形上意義和價值。
五、詮釋的創造與轉化，昇華「仁」的內涵與價值
　　
總之，「仁」的詮釋的創造與延伸，有幾個面向值得吾人深思：
1、 孔子詮釋「仁」，建立核心價值　孔子的儒學體系的建構，就在於對「仁」

的內涵的擴充，從禮儀、愛親、愛人到全德，作為眾德之首，且統包眾德，成為其核心價值；進而建構其儒學體系，攝禮歸義，攝義歸仁，形成「仁，義，禮」三觀念的理論主脈。也因為「仁」的詮釋內涵的增強與擴大，致使孔門儒學在道德理性的探析與道德修養的實踐，寓含豐富的人文情操與自律的倫理規範，將儒學向上提昇到了一個完美盡善的層次。
2、 「仁」為淨除私欲的大公全德　以全德釋「仁」，除了理論意義外，更

重要的是實踐的價值。亦即是孔子將「仁」立意為全德，其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吾人切實身體力行以實踐「仁」。而實踐之方，就在於從內心的私欲去除，以恢復吾人大公的本心，達到無私的境界。析言之，全德的具體落實就在於淨除私累的大公之德。惟有實踐了大公之德，孔子心目的「仁」道，才能確實的展現出來。推而廣之，方能「己欲立而人，己達而達人（〈雍也篇〉）」，則天下歸仁矣。
三、「仁」為從心之德，以達愛之理　朱子對「仁」的詮釋，是在孔子釋「仁」

的基礎上，向上延伸與發展，界定為「愛之理，心之德」。以「愛之理」作為形上本體，為人生的終極關懷；以「心之德」作為道德實踐方法，為吾人行事的準則。兩相搭配，下學上達，則臻於至善了。進言之，由「心之德」的規範倫理實踐，真有所得，「德者，得也」
，就能體証至高之「理」，合於「愛之理」。因此，「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將「仁」的內涵，從倫理價值，提高到了形上價值，這是朱子對孔門「仁」學的最大貢獻。
　　四、「仁」的詮釋寓含本體與創造義涵　「仁」的詮釋，經過五個層次──禮儀、愛親、愛人、全德、形上等的轉化與發展，寄寓了本體與創造的詮釋。「仁」就本體來說，其從本義的人與人之相互禮儀，經由朱子拉抬，賦予形上意涵的「愛之理，心之德」，建立本體詮釋的體系，使「仁」成為一徹上徹下的最高概念。而本體詮釋的形成，則在於字義不斷的創造與創新，方能達此。因此，孔子與朱子對「仁」的詮釋，代表了哲學詮釋的深度、高度與廣度。
　　五、「仁」以實踐理性為主的道德主體境界　綜上而言，孔子對「仁」的肯定，作為儒學的主脈與終極真理，到朱熹對「仁」內涵的加深與加廣，成為其學說的核心價值。二人共同展現了一個重要理念，即是強調以實踐理性為主的道德主體境界。亦即是孔子重「仁」，朱子釋「仁」，其目的並不是要作一知識層面的理性探索，而是追求一道德層面的自覺驗証。而且，沒有實踐力行，切實從日常行為中展現出來，是無法獲得認可的。職此之故，孔子與朱子，在「仁」與「不仁」的判定上，是「行」與「不行」，而非「知」與「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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